
33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第三十一卷　第三期，2023年 9月，頁 033-071
DOI : 10.6151/CERQ.202309_31(3).0002

從美澳香港等區之學校心理學趨勢談

我國學校心理學之服務應用、角色與

發展

吳怡萱 1      呂俐葶 2      洪儷瑜 3*

摘　要

學校心理學基於實證本位，其發展歷史可追溯至1896年的美國，

至今發展為支持孩童身心健康及幸福感並促進孩童的學習與發展為

目標。國內於 2014年通過學生輔導法，此法的通過對心理學在學校

的實踐樹立了重要的里程碑，也對學校心理服務有了更明確的規範。

然而，現階段學校心理服務在目前學校實施上已出現瓶頸。

本文旨在回顧美國、香港及澳洲學校心理學在服務模式和培訓

的發展趨勢，回顧這些國家的學校心理學的發展和應用，發現每個

國家在學校心理服務之共同性，都強調實證本位的重要性，以及在

服務模式上，已從以個案焦點的直接性服務逐漸走向強調第一線預

防的全校性系統之改變，前述的學校心理學在學校的功能之改變也

反應在學校心理師的專業培訓。透過比較對照我國學校心理服務之

現況，尚未看到類似的趨勢。本文藉由國際趨勢和國內的學校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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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之瓶頸，試圖從學校心理學的思維提出改進國內學校心理服務，

以及發展我國學校心理學專業之建議，從學校、學區及政府層級提

出同時包含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革新策略。期待透過國際比較，

重新思考提升我國現行學校心理服務的效能。

關鍵詞：學校心理服務、培訓與服務模式、實證本位服務、預防性
服務、系統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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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y of school psychology can be traced back to 1896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marily focusing on us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to support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thereby facilitating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The passing of the Student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Act in 2014 set an important milestone for the practice of 
school psychology in Taiwan.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 
psychology services in schools continues to face challeng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al trend of school psychology 
services and its profession in three societies: the United States, Hong 
Kong, and Australia. The evolution of its service model and training is 
central in this discussion. A retrospective view of school psychology̓s 
developmental trends in these societies underscores a strong emphasis 
on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Likewise, school psychology services 
are transitioning from client-centred direct services to indirect services 
such as system change and school-wide preventive practices. The 
function of school psychology is reflected in the training of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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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sts. However, an analysis of Taiwan̓s current school 
psychology service does not reveal a similar trend.

Based on these 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the bottlenecks of domestic 
school psychology services in Taiwan, this paper attempt t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psychological 
services in schools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psychology in Taiwan; we advocate for a transformative change, a 
fusion of both top-down and bottom-up approaches, incorporating 
changes within individual schools, school districts, and governmental 
levels. Hopefully, through thi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we can 
reduce disputes in our current system; rethink and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the current school psychology services in Taiwan.

Keywords:  school psychology services, training and service 
delivery, evidence-based practice, preventive practice, 
system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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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學校心理學（School Psychology）是應用心理學（Applied Psychology）

的一支，是將心理學的理論與知識應用到實際問題上的科學，算是心理學

運用於學校教育實踐之一支。學校心理學的發展可追蹤至 19世紀末，剛

從德國回到美國的萊特納·維特莫（Lightner Witmer）開始在賓州大學任

教，並於日後創建了美國第一個供大學生實習的心理診所，他對學校心理

學的發展有著功不可沒的影響（D'Amato & Perfect, 2020）。美國心理學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創辦之初，Witmer就強調了

心理學在學校的重要性，他主張心理學主要的對象應是孩童，尤其是幫助

學童在學業、社交、情緒與行為順利的發展（Witmer, 1897）。Witmer主

張學校心理應該統整多專業的方法（the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通

過個別化心理測驗來評估孩子們的狀況，幫助無法學習的學童規劃個別化

的介入方案（D'Amato et al., 2011），他當時的觀點就已經有教育介入應

該具有實證本位（evidence-based）的基礎，日後學校心理學的研究也致力

於發展測驗工具和運用。當時，學校心理學的服務傾向於以學童為中心的

直接性服務，而這樣的服務模式也是長期以來學校心理學所採用的服務模

式。然而這 20年來，隨著學生問題的複雜化，學校場域成為第一線預防

的重要性備受關注，各國學校心理師 1的服務模式也漸漸的從以個案為主

的直接性服務（direct service）走向全校性的系統改變（school-wide system 

change）。

Conoley與Gutkin（1995）以為什麼學校心理無法兌現他的承諾（Why 

Didn’t—Why Doesn’t—School Psychology Realize Its Promise?）為主題提

出了兩個觀點。其一，學校心理學最迫切的問題，不是缺少科學研究，而

是未能跟上研究的趨勢去瞭解個人和系統之間的關係，而延續傳統仍大量

專注在個案為中心的議題。此乃因學校心理忽略了生理、心理、社會模式

1　學校心理師在不同體系稱謂不同，美國稱為學校心理師（School Psychologist），英國
體系如香港、澳洲稱為教育心理學家（Educational Psychologist）。臺灣心理師法僅設
有臨床及諮商心理師，依學生輔導法聘任的諮商及臨床心理師則與社會工作師一同稱

為專業輔導人員。本篇對美國、英國體系之學校心理師統一以學校心理師稱之，對臺

灣依學生輔導法聘任的心理師則以法規所訂之專業輔導人員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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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Psycho-Social model）的興起（Engel, 1980; Kranzler et al., 2020），

忽略學校教育對於學童的任務和其獨特的系統脈絡，延續傳統以直接服務

的研究、專業培訓及實務工作。直接以個案為中心的心理服務永遠難以滿

足數百萬名學童在社會、情緒與學習上的需求。其二，儘管學校心理學強

調科學及實證本位的介入，許多執業的學校心理師忽略其工作之科學性，

仍依賴個人熱情與經驗使用非實證本位的方案（D'Amato et al., 2011）。

上述所提之議題亦可能是臺灣現行三級輔導制度仍須要面臨的問題（洪儷

瑜、陳佩玉，2018）。

國內心理師的入校聘用來自 1997年的「國民中學試辦專業輔導人員

方案」試辦計畫，在多方努力下 2014年的「學生輔導法」正式設置專業

輔導人員（李佩珊、方惠生，2022），也確立了心理師在三級輔導制度的

編制與責任，許育光與刑志彬（2019）利用國內現有兩種心理師之培訓重

點之比較，以及將課程內容編碼與國外之學校心理師之比較，提出國內現

有心理師在學校聘用的三大問題：

（1）妥協且簡化移植式的用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聘用為學校心理

師，是否混淆了心理師在學校可發揮之專業角色？（2）屬於學校心理師

特有的核心專業能力，是否應該被建構和規範？（3）在兩類心理師僅有

各別的基礎科目訓練，缺乏學校心理服務所需的深入課程。大量心理師

進入學校職場任其摸索定位與嘗試角色功能，教育界未曾思考學校之主

體性，難以發揮此角色之應有功能（許育光、刑志彬，2019，頁 53）。

基於此，本文擬就美國心理學會—學校心理部門，最新的專業趨勢

“75th Anniversary Special Issue: History of the future of proactive school 

psychology: Transcending the past, excelling in the present, and transforming 

the future＂（Perfect & D'Amato, 2020）之觀點，探討其他國家之學校心理

學服務之演進，再來回溯臺灣學校心理服務之現況，與現有學校輔導工作

之議題，以及學校心理學在臺灣之發展，提出對學校輔導工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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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國學校心理學會觀點

APA於 1945年成立學校心理學部門（Division of School Psychology, 

Division 16），如今也已有 78年了。2020年的 11月出版了一篇特刊，收

入了從古至今學校心理的轉變與展望。其中不管是在服務模式或學校心理

師的培訓與養成，均強調系統層級（systems-level）的重要性。

在服務模式上，Conoley等人（2020）主張學校系統和校園的人員，

應將預防措施（preventative）與全校性的健康促進方案（school-wide 

health promotion initiatives）作為第一優先，比起處理孩童與青少年的個

別問題，學校心理學的服務應圍繞學生們的「強大的生態系統」中，此服

務應是間接的（indirect）、以成人為中心（adult-focused）、並專注在學

校系統層面的改革。在培訓上 Henington等人（2020）延續了 Conoley與

Gutkin（1995）所提出的培訓與服務模式的改革，認為 APA與美國國家學

校心理師學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Psychologists [NASP]）兩大

學校心理課程認證（Accreditation）單位已逐步開始推動以系統為焦點的

能力（systems-focused competencies）訓練。包含家長教師與行政人員的諮

詢訓練，數據資料的收集與實證本位的介入方案，將培訓內容更著重在預

防、執行科學（implementation science）與系統環境的調整對行為的改變

（莊季靜等，2021；Klingbeil & Collier-Meek, 2020）。同時，D'Amato與

Perfect（2020）因應變遷的社會需求（例如 COVID-19），提出對學校心

理未來發展的 10項建議：（1）將改革作為優先事項。（2）讓心理學更

加普及、注重早療與幼兒發展做到早期預防。（3）將測驗評估做為發展

介入性方案的資料，將評估資料與介入方案連結，並使用評估資料追蹤介

入成效。（4）注重文化謙遜（cultural humility）、培養文化智能與社會正

義。（5）培訓不同學校心理領域專業的博士層級人員。（6）使用研究本

位的介入措施與方案。（7）利用科技來回應社會需求。（8）通過全校系

統性健康計劃與直接服務來促進身心健康。（9）與他人合作，建構專業

社群團體，並引導未來的領導者做改革。（10）站在倡導和政策改革的最

前線。

由上述所言，可發現學校心理在美國是極為被重視的行業，其學校

心理人員的專業度不只需具備一般諮商、諮詢、測驗評估，也需要擁有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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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性的思維、設計與使用實證本位的介入與預防性方案，同時以孩子的身

心健康為最大目標領導政策上的教育改革。不管是服務模式或是培訓，甚

至是實證本位的方案，從提出改革的觀點至今，皆經過了漫長的努力，以

下說明美國學校心理服務模式、培訓及實證本位基礎方案的重要轉變及現

況。

參、美國學校心理服務模式與培訓的演變

首先，在服務模式上，APA於 2002年的學校心理未來展望研討會

（School Psychology Futures Conferences）上就曾公開表示，在學校工作的

心理專業人員（以下稱學校心理師）的服務模式應由個案中心的醫療模式

轉為公共衛生模式，並再度強調學校心理師在系統改變上的重要性，以實

證本位做介入、預防與推動教育的改革（Nastasi, 2004）。隔年 Sheridan

與 D'Amato（2003）聚集了眾多學者的研究與言論，歸納出十四項學校心

理師未來服務模式的展望：（1）專注於預防和青少年身心發展，而不是

評估或診斷。（2）加強與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兒童服務專業的合作。（3）

將電腦科技整合到預防和介入性活動中。（4）增進學校與家庭的合作。

（5）發展具有文化敏感度與文化適切性的服務。（6）專注於問題解決

模型與專業的靈活性。（7）專注於間接的心理服務模式。（8）努力促

進所有兒童的發展，健康和心理衛生。（9）減少特殊教育服務的投入並

增加投入普通教育服務。（10）成為教育課程和方案評鑑的專家。（11）

成為推動安全校園改革的協調者。（12）擔任績效和成果評估的專家。

（13）發展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和遞迴（recursion）。（14）預防式

（proactive）工作模式取代反應式（reactive）（Sheridan & D'Amato, 2003, 

pp. 353-354）。由此可見學者們對學校心理師的期待已從個案中心的治療

轉為預防問題發生、甚至惡化的思維，並以所有孩童的發展、健康、心理

衛生與福祉為第一優先。

NASP也於 2020年架構出全新的學校心理服務模式，此模式包含四種

服務內容（如圖 1），沉浸式服務（practices that permeate all services）、

學生層級的直接服務（direct services: student-level）、系統層級的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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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indirect services: systems-level）、服務傳遞的基礎（foundations of 

service delivery）。

圖 1

美國國家學校心理師學會學校心理服務模式

註：翻譯自 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Psychologists 
by NASP, 2020. https://www.nasponline.org/x55315.xml

第一種為沉浸式的實踐服務，包括「數據本位決策」和「諮詢與合作」；

第二種為學生層級的直接性服務，包括「學業介入與教學支持」和「心理

及行為健康的服務與介入」；第三種為系統層級的間接性服務，包括「實

踐全校性服務以促進學習」、「促進校園支持氣氛及安全的服務」以及「家

庭、學校和社區的合作」；第四種為服務傳遞的基礎，包括「多元學生族

群的公平服務」、「研究及實證本位的實踐」和「專業、合法及符應倫理

的實踐」（NASP, 2020）。在此模式細項中，實證本位一詞就出現了 20次，

奉行學校心理師為「科學家 -實務工作者（scientist-practitioner）」的精神，

所有的服務內容都應秉持實證本位進行。

上述對於學校心理師服務的期待，應該反應在專業培訓內容。以密蘇

里大學碩士層級 3年的學校心理課程為例，其課程包含最少 64學分。可

選的課程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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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國密蘇里大學學校心理碩士課程

領域 科目名稱

學校心理學專業發展

基礎心理學

測驗與評量

介入與諮詢

研究與統計

實習

學校心理專業問題討論 I歷史、趨勢和道德實踐
認知與情緒

生命全期發展

行為的生物學基礎

發展性精神病理學與特殊教育

諮商與輔導中的多元文化問題

兒童心理評估：認知

兒童心理評估：教育心理

兒童心理評估：行為 /社會 /情緒
兒童與青少年的介入：行為介入

兒童與青少年的介入：教學介入

兒童與青少年的介入：實證本位介入

校園心理諮詢

危機預防和介入

家長輔導與諮詢

教育和心理測量

教育研究的量化研究

教育研究概述

1200小時以上的實習（其中 600小時要在學校場域）

由課程可發現大學培養學校心理師仍著重於學生個別差異的需求，雖

有所調整，但與趨勢的呼應還有距離。Hughes等人（2020）強調學校心理

專業人員，需要改變以往心理師以個案中心治療的思維，學校不是治療場

所，而是支持學生全人發展的場域，因此學校心理師應具備預防性與系統

化的思維，讓學校成為能符應學生個別差異需求的場域。設計課程方案和

教學上應該考量學生多元的文化背景、學習型態、溝通方式，協助個別差

異學生能夠有更公平的機會去追求卓越的表現。此外，一套好的方案必須

具備實證本位、積極性預防觀點及以系統為中心三項內涵（Goodman-Scott 

et al., 2019），而在培訓內容中也不難發現，美國在培訓學校心理師時亦

會包含幾個重要的實證本位理論與方案的培訓。例如：兒童與青少年的介

入：實證本位介入。在美國大多數學校心理及實證本位的相關文獻中多

半都會提及執行科學及系統改革（e.g., Meyers et al., 2012; Nellis & Wood, 

2021），以下簡介幾個具實證本位系統改革的方案如下（e.g., Frank We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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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lopoulou, 2021; McIntosh & Goodman, 2016），包括 1997年的正向

行為支持（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PBS]）、2004年的介入反應（Respond 

To Intervention [RTI]）及 2015年的多層級介入架構（Multi-Tiered System 

of Support [MTSS]）。

一、美國的正向行為支持（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美國的 PBS，源自公共衛生的三級預防觀點（Sugai & Horner, 2006），

PBS亦可稱為 PBIS（Pos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s and Supports），其以普通

學校為場域的全校性正向行為支持（School-wide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SWPBS]），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是以學校或班級中全部學生進行介入進

而預防問題發生的初級預防（primary prevention）；第二是針對有風險的

學生進行特定小組系統性介入，預防其問題惡化的次級預防（secondary 

prevention）；第三則是針對有高危險行為或經初級與次級介入後仍有問題

之學生進行個別化的介入，進而預防問題復發和惡化的三級預防（tertiary 

prevention）（洪儷瑜、陳佩玉，2018），類似國內輔導的WISER系統（王

麗斐等，2013），但對於積極預防及實證本位的強調仍有所別（洪儷瑜、

陳佩玉，2018）。

現階段許多國家，例如紐西蘭，更是把 PBS當作學校心理師必修的科

目（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n.d.），並且積極地在多所學校實施

SWPBS，期待通過提升學生的正向行為（Positive Behavior）、利社會行

為（Prosocial Behavior）與改善學校狀況，來減少違規行為並提高學生在

學校的安全感。PBS是一種過程，強調在過程中使用學校的數據與實證本

位基礎，來支持校園中預防與處理孩子問題行為的所有實施措施和其決策

（McKevitt & Braaksma, 2008）。

簡之，PBS是一種提倡透過持續的教學來認可和獎勵學生正向行為的

模式，此模式期待減少不必要的管教，並促進學生在校園中更高的學習動

機與安全感（Sprage & Horner, 2007）。這正符合上述 NASP的四項服務

內容，尤其是第三、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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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介入反應模式（Response To Intervention）
相較於 PBS，介入反應模式（RTI）更專注在學生的學習。RTI剛開始

是為了彌補原先特殊學生在鑑定後才能取得服務的等待失敗取向（Fletcher 

et al., 2004）。而後 RTI被視為一種具實證本位且有效的教學策略，也被

視為是一種有系統的透過層級的介入提供及早發現與預防策略，以連結後

續高成本、標記的介入，藉此連結起各項服務以可以滿足所有學習者的需

求，並為有落後風險的學生提供針對性及有效的教學支持（洪儷瑜、何淑

玫，2010；Fuchs & Fuchs, 2006），算是支持學校落實有教無類（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理念。其與 PBS一樣，秉持三級預防的概念，在初級，

廣泛的執行全校性的教學策略，採用實證本位、高品質及有系統之課程，

對全部學生進行教學。若學生的表現與課業成績在此階段表現落後，才會

進入第二個層級，參加較密集的小團體課程與補救教學，與教師有更多交

流，如國內的學習扶助或早期的補救教學。如學生在第二個層級的學習表

現仍無法獲得有效的改善，則進入第三級，為此等學生提供個別化和更密

集的教學，國內亦有學者建議將現有學習扶助建立三層級的學習支持（洪

儷瑜，2012）。RTI強調每一個層級都應採用實證本位的教學方法，收集

學生學習的數據，隨時監視學生的學習成效，根據數據做為適性的教學需

求之依據。此即為 NASP的第一、二、四類服務。

三、多層次支持系統（Multi-Tiered System of Supports）
多層次系統支持（MTSS）是一個整合 RTI（學業）與 PBS（行為）

需求所建立之分層服務架構且積極預防的模式，MTSS和PBS及RTI一樣，

強調用數據來支持與幫助學生。不一樣的是，MTSS並非只有聚焦在學生

行為或學業單一項目的變化，而是以促進學生全人發展為目標，增進學生

的學業、社會、情緒和行為的能力，並且在資源整合上包含了整個系統，

包括教師及家長等（Jimerson et al., 2016; Loftus-Rattan et al., 2021）。

Brown-Chidsey與 Bickford（2016）強調 MTSS除注重預防及實證本

位外，不同學校應有符應校本需求的方案，方案應包含以下重點：（1）

全體學生篩檢，及早找出問題、（2）由所有教師、心理師與其他專業人

員（例如職能治療師、社工師）共同計劃適合學生的方案、（3）提供教

師研習以增加教師追蹤成效與實證本位介入的知能、（4）從學校推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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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及家庭，提供家長支持與策略、（5）隨時追蹤學生的狀況，評估是

否需要更多的資源及幫助。

綜上所述，MTSS 是一個多層次的框架，通過實證本位的實踐來促進

學校改進。它像是一座保護傘，保護學生參與學校，並能在學業成就、

行為及社會情緒上成長，也融合了 PBS（行為）、RTI（學業）以及社會

情緒學習（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EL]）等模式（Stoiber & Gettinger, 

2016）。上述模式皆強調實證本位、預防觀點及系統中心的概念，並且在

其多層次的預防架構中採融合教育觀點，學生進入下一個層次並不代表就

沒有上一個層次的服務。

肆、其他國家或地區之學校心理的服務模式
與培訓現況

除了美國，同為亞太區的香港與澳洲，雖然都源自英國體系的學校心

理系統，其教育系統內的學校心理專業人員不稱學校心理師而稱為教育心

理學家（Educational Psychologist，本文將統稱為學校心理師）。香港及

澳洲的學校心理也漸漸地試圖從以特殊孩童為中心的直接性服務（測驗、

診斷、評估）走向全校性的系統服務（e.g., Allen et al., 2016; Lam & Mak, 

1998）。香港是亞洲第一個擁有學校心理執照與培育系統的地區（Ding et 

al., 2008），其培育的發展與服務模式的轉變可分成五大階段（1）1959 年

香港政府教育局設立特殊教育部門；（2）1981 年香港大學設立碩士層級

的學校心理培訓；（3）1986 年學校心理服務設置於特殊學校內；（4） 

1990 年學校心理服務延伸到一般中學；（5）2001 年學校心理服務擴展至

小學（Lam, 2007）。從香港服務模式轉變的五階段可以看見香港的學校心

理從特殊教育走向普通教育。隨著特殊教育在「融合教育」的思潮下，香

港學校心理師的主要工作已不再侷限於特殊生的評估與鑑定。

以香港大學為例，其碩士層級的兩年培訓內容包含 15 門課程與 180

天的實習（另加碩士論文），其中若要被認證為學校心理師須至少 600

小時在學校場域實習。必修的十五門課包括第一年：統計與研究法（I & 

II）、教育心理測量與評估（I & II）、特殊學生的需要（I & II）、教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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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輔導與介入（I & II）、技巧培訓 1：評估與介入、技巧培訓 2：評估、

諮商諮詢、跨專業合作與系統性介入。第二年：課程與教學（學習障礙）、

專業操守與法例、技巧培訓 3：現場中的困境、發展心理學、動機與學習。

從上述課程中，可發現其培育學校心理師的重點也跟美國一樣，已開

始重視學校心理師在全校學生之預防與教師合作之系統模式的能力（Lam, 

2014），課程亦有包含研究、特殊教育、跨專業合作與系統性的介入。香

港對學校心理師的期許已不只是傳統特殊教育學生身分的守門員，只負責

特殊教育學生的衡鑑，已從早期的個案工作走向與系統工作，並從直接性

服務轉向間接性服務，學校心理師不再只是專注於輔導與補救介入，也將

服務範圍擴展到全面性的預防。

跟其他國家一樣，澳洲的學校心理的服務模式，受到政策與歷史脈

絡的影響（Campbell & Glasheen, 2017）。1998年學生教育支持服務中心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tudent Support Service）提倡在校園中使用系

統的服務模式而非醫療模式（Bell & Mckenzie, 2013）。但這樣的提倡，

在澳洲的學校心理執行的現場，仍是以個案為中心，其服務模式和臺灣目

前以個案為中心的系統化服務模式相近。Russell（2019）分析過去 12年

與澳洲學校心理相關的研究發現，僅有一篇在探討全校性的方案，其他研

究都是研究個案或特殊學生的介入。雖然在研究上並未有太多文獻探討

澳洲學校心理在協助學校全校系統的改變，但澳洲心理師協會（Australia 

Psychological Society [APS]）及少數文獻都一再的強調學校心理師的服

務模式應包含直接性服務、間接性服務與全校性服務（APS, 2016; Bell & 

Mckenzie, 2013; Russell, 2019）。即使澳洲仍無法完全做到公衛的系統模

式，但在服務過程中仍與美國一樣，強調服務須以實證本位為基礎。2017

年澳洲出版的澳洲學校心理手冊（Thielking & Terjesen, 2017）中，可看見

不管是對家長、教師和學生都提出具實證本位的處遇方式（e.g., Bernard et 

al., 2017; Hyman et al., 2017; Jacobs et al., 2017; Nayton et al., 2017; Shiffrin 

et al., 2017）及全校性系統改變的方案（e.g., Eklund et al., 2017; Kelly & 

Stops, 2017）。

澳洲學校心理手冊也指出學校心理師培訓的內容應包含有實證本位的

直接性（測驗、評估與諮商）、間接性（教師家長與行政人員的諮詢）、

與系統層級（促進校園心理健康方案，社會情緒學習方案與政策上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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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訓練。以澳洲墨爾本大學為例，其碩士層級的兩年培訓內容與香港大學

極為相似，包含 14門課程與 1000小時的實習（與碩士論文），其中 500

小時需在學校場域。必修的 14門課包括第一年：心理測驗、特殊：評估

與介入、諮商技巧、團體輔導、學習歷程與困難、教育諮詢、研究方法等。

第二年則專注於實習與論文寫作，亦有兩門課程為青少年問題介入、發展

與差異。其中不同課程均有提及教育環境中協商與諮詢的重要性，以及如

何有效的用實證本位的方式從系統改變兒童和青少年的主要問題並且進行

預防與介入。

由上可知，隨著時間的發展，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美國與香港

學校心理師的服務已逐漸從個案中心模式轉為強調系統改變的公衛模式。

澳洲的實務現場雖未能夠完全做到，但在澳洲心理師協會的倡議下，系統

改變的服務模式亦是澳洲未來學校心理師的服務趨勢。可見各國從 1990

年代就開始覺察意識到以個案為中心的學校心理服務，難以滿足學生的社

會、情緒與學習的需求，且不符合正向預防的趨勢。臺灣的學校心理服務

工作在發展上亦有其特色，以下敘述臺灣目前學校心理的服務模式、現況

與衍伸的議題。

伍、臺灣學校心理的服務模式與現況

學校心理學在許多國家行之有年，不同國家對於學校心理學之應用

服務方式和定義也有所不同。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的定義，學校心理學是

「以學校師生為服務對象…直接從事學生身心發展、學習狀況及行為適應

之早期鑑別工作」且「根據評量及診斷結果，為身心障礙、學習困難、

情緒困擾或行為問題學生發展個別教育計畫或心理調度（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同時「透過諮詢歷程，增進教師心理與輔導知能，加強

其處理學生問題的能力，間接改善學生學習與發展的狀況。」（蔡崇振，

2000）。上述定義為二十幾年前的定義，近年仍有文獻認為臺灣的學校心

理相關工作仍以個案為中心（李御儂，2022；林淑華、吳芝儀，2017）。

從上述演進而言，臺灣的定義仍將學校心理學的觀點定位於早期以個案為

中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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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NASP，學校心理師在學校所提供的輔導模式與其所採用的服務

模式有高度相關（NASP, 2010）。其中，大致可以分為兩種服務模式：（1）

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也常稱之為個案中心模式（the client-centred 

model），和（2）公衛模式（public health model）亦稱為系統模式（systemic 

model）。前者較注重個案的病理，服務以單一個案為基礎，再外推至個

案的家庭和社區，旨在提供個案治療致力在幫助個案改變。後者則是以整

個社區為對象，透過預防與方案的推動來改變系統，期待增加系統的適性

程度來促進每一個人的健康成長（Fineberg, 2011），如圖 2所示。其中，

公衛模式（系統模式）是近年來各國學校心理學所強調且進行的方式，此

理念的改變早已影響國內特殊教育的實施（洪儷瑜，2001）。

圖 2

醫療模式與公衛模式的差異

現行臺灣的學校心理服務建構在學生輔導法之下，但在學生輔導法或

相關法令並未出現學校心理師一詞，因此下列對在學校工作的心理師依照

學生輔導法之稱謂稱為專業輔導人員，對其所提出的服務稱為輔導。依各

縣市政府的規定，大部分的專業輔導人員皆由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甄選，目

前專業輔導人員在學校服務的模式，包含三種，分別為由教育局統一管理，

分區駐派於各校的「分區駐校模式」；統一管理於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的「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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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中心模式」；及依照各校班級數不同而分別任用管理的「輔諮中心與

駐校並行模式」，55班以上派員駐校，21班以上派駐輔諮中心（陳婉真

等，2021）。服務模式雖有些許差異，但許多研究皆指出具備系統合作觀

點的專業輔導人員較能與學校產生良好的跨專業合作（王麗斐、杜淑芬，

2009；江守峻等，2019），因此，近年來許多探討學校心理工作的研究皆

聚焦在專業輔導人員與學校跨專業的系統合作上（陳婉真等，2021；陳婉

真等，2018）。陳婉真等人（2018）提出專業輔導人員與學校的合作是一

個動態循環的歷程，其合作的基礎在於確立團隊共識，在合作的建構上則

以個案中心的系統觀點為依歸，專業輔導人員在此動態歷程中不斷嘗試，

找到吻合個案和系統脈絡的合作模式。上述研究雖強調系統合作的重要

性，但多數仍著重在以個案為中心的跨系統合作，林淑華和吳芝儀（2017）

亦提及學生輔導法通過後，臺灣學校輔導工作的現況較接近美國 1940-

1970以個案為中心的服務思維，尚未進化到以全體學生福祉為中心的全校

性預防方案服務，且也缺乏資料驅動（data-driven）與實證本位的策略。

王麗斐與杜淑芬（2009）採用生態諮商的精神提出專業輔導人員與學

校合作的模式，由專業輔導人員主內（晤談室內），主導諮商架構，對受

輔學生及其重要他人晤談；輔導教師主外（晤談室外）配合諮商計畫，與

受輔學生的重要他人和校內外資源做溝通聯繫。王麗斐等人（2013）也提

出生態系統合作的WISER模式，在初級發展性輔導：強調校長及全體教

職員工共同參與針對全校學生的輔導計畫；二級介入性輔導：由輔導室主

責，協助經發展性輔導仍無法有效滿足需求的學生，依受輔學生需求提供

個別化及生態取向的系統合作服務；三級處遇性輔導：由輔諮中心主責，

協助超出校內資源可協助之學生，透過跨專業合作與資源整合達到目的。

從WISER的模式看起來，專業輔導人員在此模式中較偏向屬於三級處遇

性輔導的校外資源層次，在初級發展性及二級介入性的功能較少。刑志彬

與許育光（2014）建議，專業輔導人員在生態介入應包含對受輔學生家長

或教師諮詢等間接服務。此建議雖提及專業輔導人員間接服務功能的重要

性，但仍以個案為中心。此外，亦有研究發現讓專業輔導人員負責專業度

較高的三級處遇性輔導，由專業輔導人員主內（個案個人的諮商），學校

輔導教師主外（個案周圍的系統）的服務模式是造成專業輔導人員與學校

輔導教師專業衝突的主因（江守峻等，2019）。同時，江氏等人因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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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校輔導教師主責三級個案的晤談，專業輔導人員則擔任協助、支持與

同儕督導的間接服務角色，協助支持學校輔導教師系統連結、推動輔導工

作，並且給予同儕督導提升學校輔導教師的專業知能。

從不同學者的觀點和建議可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臺灣專業輔導人

員與學校跨專業合作的建議，也逐漸以個案中心的直接服務之焦點擴展到

學校輔導的間接服務，雖與美國和國際趨勢漸趨接近，但顯然可見，臺灣

專業輔導人員服務當今仍著重在個案中心的直接服務。

依 2020年修正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

設置辦法》，依其第 17條所述，專業輔導人員服務內容包含（1）學生及

幼兒學習權益之維護及學習適應之促進。（2）學生及幼兒與其家庭、社

會環境之評估及協助。（3）學生及幼兒之心理評估、輔導諮商及資源轉

介服務。（4）教育人員、教保服務人員、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

學生與幼兒之人，其輔導學生與幼兒之專業諮詢及協助。（5）學校及幼

兒園輔導諮詢服務之提供。（6）其他由學校主管機關指派與學生及幼兒

輔導或兒童少年保護相關之工作（教育部，2020）。上述服務內容與 2011

年函令的《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直轄縣（市）政府置專業輔導人員辦法》

之服務內容並無明顯差異，僅是 2011年的規定對於專業輔導人員實質業

務內涵之定義與學校社工師及學校輔導教師的區分不夠具體明確（刑志

彬、許育光，2014）。

從法律規定回到專業輔導人員工作的現況，陳婉真等（2018）整理研

究文獻歸納出專業輔導人員在學校的工作是以個案中心與系統觀點的綜合

體，服務內容包括「諮商（個別或團體）」、「衡鑑、評估」、「諮詢」

及「個案研討」，他們訪談專業輔導人員，發現在學校的專業角色分工上，

專業輔導人員專注於個案的內在困擾，會以系統脈絡協助個案；在調查任

職於學輔中心專業輔導人員在學校輔導的跨專業合作信念，發現專業輔導

人員期待以專業提供者與輔導教師合作，協助校園中較困難的個案，也重

視自身對個案的直接服務是否能展現成效，同時期待能透過系統合作更全

面性的了解個案情況（陳婉真等，2021）。學校則認為跨專業的成功來自

於專業輔導人員可以補強學校對輔導工作不足之處，協助處理較複雜困難

的個案（王麗斐、杜淑芬，2009），學校亦期待專業輔導人員的專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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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促成系統成員共同參與討論個案（陳婉真等，2018）。

從上述發現，法律雖未明確規定專業輔導人員與其他在學校從事輔導

工作的教師之分工，但由其服務內涵可見二者仍多以個案為中心，專業輔

導人員本人或是學校，對於專業輔導人員在學校心理服務工作的觀點亦是

以個案為中心。

然而如前文所述學校心理學相關研究均指出，以個案 /學生為中心的

服務模式並不符合學校的需求，專業輔導人員除了需要有系統觀外，應將

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服務那些能幫助到學生的成人（如，教師、家長、行政

人員等）能運用有實證本位的方法提供適性有效的教育，發展全校性的預

防與介入方案（e.g., Conoley et al., 2020; Conoley & Gutkin, 1995），才能

做到真正的預防與改變系統來滿足每個學生的需求，這也是各國學校心理

學發展的趨勢。

除服務模式的差異外，臺灣對於專業輔導人員的培訓與他國亦有不

同，在臺灣學校服務的專業輔導人員皆為具有諮商心理師及臨床心理師

執照的心理師。不管是美國、澳洲或香港，學校心理服務人員為具有學

校心理師認證的心理師，其異於上述心理師的培訓和認證。許育光與刑

志彬（2019）曾比較國內培育的臨床與諮商心理師之學術機構開設的課

程與 NASP於 2017年對學校心理師期待的專業，發現國內多注重個案介

入的培育，相符課程的前三名分別為「介入和發展社會與生活層面心理

健康的技巧」（Interventions & Mental Health Services to Develop Social & 

Life Skills）、「研究與方案評鑑」（Research & Program Evaluation）、

「介入和發展支持性的教學技巧」（Interventions & Instructional Support to 

Develop Academic Skills），所占比率分別為 54.7%、13.89%、13.45%。

其餘依序為「家庭 - 學校合作服務」（Family-School Collaboration 

Service）、「校園廣泛學習情況的改進」（School-wide Practice to Promote 

Learning）、「資料運用、決策、解釋 /衡鑑」（Data-Based Decision-

Making & Accountability）、「法律、倫理和專業實務」（Legal, Ethical,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預防和危機介入的服務」（Prevention & 

Responsive Services）「諮詢與協同工作」（Consultation & Collaboration）

及「發展和學習多元性」（Diversity in Development & Learning），這七項

所占比率皆低於 5%，後面兩項甚至低於 1%。上述分析可發現，國內現有



52 吳怡萱、呂俐葶、洪儷瑜 :從美澳香港等區之學校心理學趨勢談我國學校心理學之服務應用、角色與發展

專業輔導人員之培育與美國學校心理師的培訓比較，較少預防性服務、實

證本位、諮詢及以個別差異之因應的專業培訓課程。

陸、臺灣專業輔導人員在學校工作衍伸的議題

回顧臺灣學校心理服務之專業人員的發展歷史，1997年開始「國民

中學試辦設置專業輔導人員實施計畫」，為學校擁有心理師的入校協助奠

定了基礎（林家興、洪雅琴，2001）。2002年納入精神科醫師駐點協助方

案；2004年臺北市施行諮商心理師駐區服務方案，其他縣市亦陸續跟進此

一心理師採鐘點方式協助學校輔導（刑志彬、許育光，2014）：2010年臺

北市設置「臺北市學生諮商中心」，2011年配合國民教育法的修訂，更名

為「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提供國中小學校心理服務，（江守峻等，

2019），此後教育部配亦配合法條，立即補助各縣市成立學生輔導諮商中

心。2014年八德國中霸凌案與北捷殺人案的重大社會事件，加速「學生輔

導法」的通過，更確立了專業輔導人員加入學校輔導工作的編制，其中心

理師（本文稱專業輔導人員）須具備臨床或諮商心理師執照。

依據學生輔導法（2014）所定之學校三級輔導制度，三級輔導分別為

發展性、介入性及處遇性輔導：

「發展性輔導目的在促進學生心理健康、社會適應及適性發展，需要針

對全校學生，訂定學校輔導工作計畫，實施生活輔導、學習輔導及生涯

輔導相關措施；介入性輔導則是針對經發展性輔導仍無法有效滿足其需

求，或適應欠佳、重複發生問題行為，或遭受重大創傷經驗等學生，依

其個別化需求訂定輔導方案或計畫，提供諮詢、個別諮商及小團體輔導

等措施，並提供評估轉介機制，進行個案管理及輔導；處遇性輔導為針

對經前款介入性輔導仍無法有效協助，或嚴重適應困難、行為偏差，或

重大違規行為等學生，配合其特殊需求，結合心理治療、社會工作、家

庭輔導、職能治療、法律服務、精神醫療等各類專業服務。」

此外，學生輔導法亦明定三級輔導制度中發展性輔導由學校人員負責

執行，介入性輔導由學校輔導教師負責，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所置之專業輔

導人員則主責處遇性輔導，並協助發展性及介入性輔導措施。



53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第三十一卷　第三期，2023年 9月，頁 033-071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31, No. 3

學生輔導法的通過確立專業輔導人員進駐校園，其雖明訂三級輔導制

度與分工，但實際執行仍有其困境存在。首先，專業輔導人員與學校系統

合作時，產生行政資源、專業定位及與系統成員三方面的困境。刑志彬與

許育光（2014）調查 10位在學校服務滿兩年以上的專業輔導人員，發現

在行政資源上，有硬體設備不足、個案服務缺乏延續性及完整性、開案評

估標準與專業輔導人員認知有落差，以及專業輔導人員對個案輔導目標和

學校場域的期待不一致等；在專業定位上，主管機關對專業輔導人員專業

角色的期待不明確而導致易忽略個案的需求，或是專業輔導人員自身角色

的重疊，面對個案時究竟是教師或是專業輔導人員；在與系統成員溝通上，

與特教教師和輔導教師合作時會有分工與專業期待的落差，如與家長及學

校老師合作時，因為教師與家長的擔心，而對專業輔導人員服務產生焦慮

的防衛機轉，甚至抗拒心理服務；與社工合作時會產生專業認識不同而出

現誤解，如社工協助個案與家屬就醫時，訊息傳遞模糊讓專業輔導人員難

以了解或參考身心科之專業診斷。其二，專業輔導人員的培育過程缺少完

整的學校場域之專業知能與實習機制（刑志彬等，2020）。從本文前述美

國、香港及澳洲在學校心理師的培育，不難發現各國除培育學校心理師具

備預防性和系統性的專業觀點外，亦重視學校心理師需具回應學生於社

會、情緒與學習的個別差異需求之專業知能，並且須有一定時數在學校場

域實習，以熟悉學校教育系統。其三，專業輔導人員與在學校密切合作的

輔導教師有專業角色上的衝突，專業輔導人員與輔導教師兩者訓練背景相

似，都專注於以個案為中心的諮商而非系統服務（Fan et al., 2020），兩者

在角色重疊而非互補，分工上也因專業角色的重疊而產生衝突，國內學者

對此衝突的建議也互有不同意見。

現行的三級輔導制度，對三級輔導的內容及各層級主責的角色雖明

確，但上述困境卻反映出國內對專業輔導人員之專業功能的侷限，而致專

業輔導人員進入學校系統在合作上產生行政資源、專業定位及與合作上的

困境。專業輔導人員未被期待專長於預防性服務、實證本位、系統組織諮

詢，異於國際趨勢所強調的學校心理專業所需之三級預防、系統與實證本

位介入，這些專業在國內學校輔導工作是否有此需求？應由誰擔任？抑或

國內學校之心理衛生問題迥異於其他國家？國內在檢討學校心理專業工作

困境之際，應可借鏡比較教育取向，重新思考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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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輔導人員與輔導教師訓練背景相似，由輔導教師主責二級介入性

輔導，專業輔導人員主責三級處遇性輔導，二者都是以個案為中心的醫療

思維進行輔導，難免在分工上出現個案分級化服務，互相推諉而難以整合

個案資源的現象（Fan et al., 2020）。輔導教師除二級個案的介入外，亦因

為專業輔導人員在三級個案主內，負責諮商室內晤談，輔導教師主外，協

助專業輔導人員連結系統的分工方式，除了增加輔導教師工作量之外（刑

志彬等，2020），另二者在個案輔導之專業取向一致，被期待主外的輔導

教師缺乏系統組織的專業知能和工作任務，難怪研究指出現有分工方式導

致輔導教師與專業輔導人員間易有專業衝突，且因此增加輔導教師的工作

壓力（江守峻等，2019）。

上述困境凸顯國內專業輔導人員在現行體制下難以兼顧三級預防的效

能，也反應了現行的學校輔導工作之三級輔導模式從專業培育到現場學校

需求仍有調整改善的空間。現行專業輔導人員強調個案處遇而有其培訓嚴

謹及專業之地位，但其專業認證需求，難以在短時間要求其具備預防性服

務、實證本位、系統諮詢及學習發展上的個別差異等學校所需的心理專業

知能和工作；且在現有三級個案規畫以專業輔導人員負責諮商室內的個案

諮商，學校輔導教師負責諮商外的系統連結，而學生輔導法亦賦予學校輔

導教師主責發展性及介入性輔導的責任，如果能將現行學校輔導教師之專

業培訓外，另增學校心理學專業培訓，使其具有學校心理學訓練，引進著

重系統、預防、著重學習與發展的差異性之輔導模式，將更符合學校教育

的需求。

以下運用 Fullan（2007）學校、學區及政府不同層級的改革，延續上

述建議來提出改善國內現有學校心理服務之效能。

柒、學校心理專業未來發展建議與展望

從 1997年試辦國中設置專業輔導人員計畫，至 2014年通過學生輔

導法確立專業輔人員在學校的編制，費時超過 15年。改變不應只靠由上

而下的法律規定，由下而上的改變也有助於現階段問題的解決（Fullan, 

1994）。Fullan（2007）在所著《教育變革新意義》（The New Mean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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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Change）提出，教育改革之所以會以失敗告終，是因為無法確

認影響改變的因素（theories of change, what causes change）及如何影響改

變的因素（theories of changing, how to influence those cause）。政策與法案

的變革需要考慮到執行的可能性與影響現場執行的相關因素，改革須同時

包含由上而下（top down）與由下而上（bottom up）等三層級的改革（Tri-

level Reform）包括（1）學校及社區層級、（2）學區（或縣市）層級、（3）

政府層級，每個層級都有其內部的上下歷程，及跨層級的上下歷程（Fullan, 

2007）。

針對臺灣的學校心理服務在學校、學區及政府等層級的發展提出以下

建議，做為未來引進學校心理學作為學校心理服務改革之參考。

一、學校層級的改革：任用具有輔導專業知能的的輔導人員，結

合學校心理學思維做為全校性的初級預防工作

學校心理服務，展現在臺灣學校為輔導工作。依照現行法規三級輔

導的內容與主責對象，服務全校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的發展性輔導由學校

人員主責，又WISER學校三級輔導體制定義初級發展性輔導遵循全校性

（Whole School）、做得來與雙方得利（Workable & mutual benefit）及智

慧原則（Wisdom），期待透過校長、導師與輔導室合作做到降低學生管

教工作，滿足校園輔導需求（王麗斐等，2013）。由此可見，發展性輔導

仰賴學校人員的合作，並由校長領軍及輔導室的協助，幫助全體教師運用

輔導知能實踐教育理想（王麗斐等，2013）。而 Fixsen等人（2005）強調

需要提升領導團隊的能力，使其能推動、執行並維持所需的方案或計畫。

同時，研究發現校長對學校心理師的角色與功能有很大的影響力（Nellis 

& Wood, 2021; Wood & Hampton, 2020），所以，國內校長在發展性輔導

的工作與全校輔導工作之規畫上，能納入學校心理學的專業，將可能影響

其領導效能。臺灣雖尚未有完整培訓的學校心理師，但經過多年的努力仍

有諮商或臨床心理師的專業輔導人員與輔導教師致力於學校輔導工作，但

校長被賦予在學校輔導工作之角色及校內所需之輔導工作，如何讓校內外

的輔導專業人員分工合作，共同為學校所需發揮學校輔導之效能。根據研

究發現，學校本位的組織諮詢（school based organizational consultation）

有助於學校改革（Castillo, 2020），校長應將學校本位組織諮詢之理念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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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學校輔導工作的規劃與領導，讓輔導工作從系統層級影響全校師生，

幫助解決問題（Meyers et al., 2012）。這個概念也正是 Doll與 Cummings

（2008）強調的學校心理健康服務需以整體母群為基礎（Population-

Based Services），服務方案應該包含校園中的每個人。學校本位組織諮

詢著重在透過實證本位介入、RTI、MTSS等具執行科學（implementation 

science）、全校性預防與介入的思維改善學校組織系統，對學校組織相關

問題提供諮詢，例如學校氣氛、課程、評量、處理問題行為的方法及學校

與家長的合作等（Coleman & Hendricker, 2020; Meyers et al., 2012）。因此，

校長是否能運用輔導室的專業，協助其推動足以支持全體教師以滿足全校

學生之心理成長需求，則須依賴學校內是否具備上述學校心理學之思維，

如果期待，誰最合適？

此外，輔導室之人員須有學校系統的觀點及在校內建立好的人際脈

絡，才能連結行政團隊共同推動預防工作，尤其是初級預防；另擔任校內

跨專業團隊之橋梁，協助心理師了解學校生態，將有助於心理師提升諮商

效能。這也回應了WISER所規畫之輔導處的功能，負責協調校內資源，

扮演轉介窗口的定位（陳婉真等，2018）。國外研究雖建議由學校心理師

擔任學校本位組織諮詢的重責，但現今臺灣進駐校園的學校心理專業人

員未具備足夠對學校系統了解與諮詢之專業培訓（e.g., 許育光、刑志彬，

2019；Fan et al., 2020），心理專業人員也難以長時間駐足在同一所學校服

務，而研究發現學校心理師在學校的服務時間，將影響校長對其提供組織

諮詢的信任與執行（Nellis & Wood, 2021）。果真如此，在現階三級輔導

人員的配置，應考慮由較了解學校文化對學校生態系統之專任輔導教師，

作為具備學校心理學訓練之人選，將學校本位組織諮詢的理念，如實證本

位、執行科學、MTSS、全校性預防等傳達至校園中的專業角色，應該是

改善現有問題之最小改變。

不管是跨專業合作，或協助校長領導、協助全體教師執行發展性

輔導工作，輔導室皆須要具備一定程度的專業，依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

（2016），輔導室（輔導教師）工作職掌為「學生資料蒐集與分析、學生

智力、性向、人格等測驗之實施，學生興趣成就與志願之調查、輔導及諮

商之進行，並辦理特殊教育及親職教育等事項。」學生輔導法（2014）規

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設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其任務及組成為「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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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訂定學生輔導工作計畫，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學生輔導工作相關活動。三、結合

學生家長及民間資源，推動學生輔導工作。四、其他有關學生輔導工作推

展事項。前項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其餘

委員由校長就學校行政主管、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員、教師代表、職員

工代表、學生代表及家長代表聘兼之」，若輔導室人員仍以個案為中心的

輔導工作模式，上述工作恐將因專業限制而難以有效地展開，故本文建議

國內可以考慮引進學校心理學之專業，提升學校層級的輔導行政及系統性

預防輔導工作。因此，各校在任用輔導處室之各類人員應考慮不同輔導專

業之需求，有具備學校心理學專業之輔導教師、心理諮商的輔導教師和特

教教師，才能讓學校發揮三級預防的效能，如必要轉介現有輔諮中心以個

案為中心的心理師，才不致於出現功能重複，角色混淆的問題。

二、學區層級的改革：主管機關提供足夠的資源，提升輔導教師

設計並實踐具實證本位及積極預防方案

（一）強化輔導教師在校本設計方案的知能，且提供具有此類專長的
專業發展

國外文獻肯定學校心理專業人員在實施與發起可持續性的全校改革扮

演重要的角色（e.g. Conoley et al., 2020; Hughes et al., 2020）。這樣的全

校及區域性改革，類似於臺灣學生輔導法所提及之發展性輔導須針對學生

訂定學生輔導工作計畫。異於國外的是，臺灣學生輔導法明定，專業輔導

人員主責處遇性輔導，學校教師則執行發展性輔導。在學校教師中，又以

輔導教師負責執行發展性及介入性輔導，並協助處遇性輔導。由此可見，

輔導教師扮演串連三級輔導的角色，比較接近學校心理學所強調的系統連

結，因此，輔導教師如具備學校心理學訓練，將可在全校性的方案擔任校

長領導的重要幕僚。

分析教育部十二年國民教育對輔導教師培訓課程的基準，與全校性

方案相關的課程僅佔 2-4學分，其餘多半為以介入性及處遇性為主的個案

諮商輔導及基礎心理學理論（教育部，2022）。以北中南師範大學之輔

導師資職前專門課程為例（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校輔導方案發展與評鑑皆列為選修，除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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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每年開設外，其餘兩所近幾年較少開設。進一步分析課程綱要，發現

課程較著重在實務層面的方案設計與執行，較缺乏如 PBS、MTSS等具執

行科學的實證本位策略的應用教學。果真如此，目前輔導教師之專業培訓

尚欠缺實證本位的工作模式、積極的預防性觀點及全校系統革新之專業

知能，而學區層級的督導及專家們也少具備類似的專業素養，這是現有

各級教育主管單位必須瞭解，國內現有之輔導教師專業培訓之限制，可

以考慮拓展其專業能力之專業發展。再則，美國學校輔導協會（American 

School Counsellor Association [ASCA]），主張學校輔導教師應具備行政督

導、發展學校輔導方案，個別諮商及實施和設計輔導課程的能力（ASCA, 

2019）。

林淑華等（2020）曾整理各縣市督導計畫內容，將督導類型分為諮商

督導、行政督導及同儕督導。以新北市為例，各類督導皆採團體督導方式，

其中，諮商督導聘請具諮商或臨床心理專業的教授或心理師進行；行政督

導則聘請該市資深校長擔任督導者，同儕督導則由資深教師擔任輔導教師

督導帶領輔導教師進行。目前各縣市的督導，較少有方案經營及行政督導

兩類（何岫容，2019），而這兩項之工作正是學校心理學專業所強調的。

國際趨勢與研究都強調系統革新的方案有助於學校心理工作的推展，

並省下更多經費（Belfield et al., 2015）。在WISER模式中也強調「多推

動一件學校輔導工作，就能減少與降低至少兩件學生管教工作」（王麗斐

等，2013，頁 6）。輔導教師在輔導工作中若能夠發揮專長協助發展數據

本位的全校性及區域性的方案，或許會比只著重在個案或小團體的介入輔

導更有效的幫助更多學生，如更精準的篩選與及早發現、結合校內資源進

行轉入前介入，能更早及更有效的幫助到複雜需求的個案，不僅降低需三

級處遇的個案量，也能盡早看到輔導成效，也正是國際學校心理學所強調

的。

（二）提供學校具有實證本位的資源，協助學校將資源及時間花在更
有效能的事情上

設計全校或區域性的學校心理方案，除須擁有足夠的專業知能外，

尚須有足以支持輔導方案運作的資源。學校主管機關應考慮提供適合學校

或學區且具有實證本位的資源讓學校利用，考量學校輔導工作在於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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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及全人發展，例如在社會情緒學習（SEL），研究證

明 SEL能有效促進學生學業進步和降低問題行為（e.g., 吳怡萱，2023；

Durlak et al., 2011; Mahoney et al., 2021; Taylor et al., 2017），許多國家如美

國、新加坡、澳洲等亦強調 SEL融入學校的重要性，甚至將 SEL納入國

家的課程綱要中。目前市面上已有多種實證有效的課程，如 Second Step、

RULER、PATHS、COPE-Resilience 等（e.g., Upshur et al., 2017; Wu et al., 

2022）都是值得教育主管單位參考引進的資源。

提升全體學生之心理素質的相關課程或方案是發展性輔導的一環，有

效課程的設計，設計者亦須具備一定程度的先備知識，若期望在方案中融

入 SEL，除引進已具有實證本位的課程或其他資源外，辦理研習，設計出

吻合在地需求的課程也是可參考的方法。例如臺北市卓越科學教育推動計

畫，遴選一群教師為種子教師，邀請專家提供研習，充足種子教師的先備

知識後，再共同設計具有實證本位為基礎的 SEL課程並集結成冊，提供給

臺北市所有學校的老師使用。

不管是引進資源，或是發展吻合在地需求的方案或課程，都需要主管

機關的支持，主管機關除要求學校達到學校心理輔導工作的要求外，提供

或建立具有實證本位的資源為學校所用亦是重要的。

三、政府層級的改革：建立學校心理學的專業培訓課程及其認證

和學校相關任用資格

國內文獻已指出在專業輔導人員的培育缺乏系統合作能力的訓練（刑

志彬、許育光，2014；刑志彬等，2020）。許育光與刑志彬（2019）認為

臺灣當前的實務，將學校心理視為一個心理的次專業領域，聘用臨床心理

及諮商心理師為專業輔導人員。然而，這兩類心理師的培訓過程卻缺乏上

述學校心理的專業課程，也缺乏學校場域的經驗，導致這兩類心理師投入

學校輔導工作依賴個人摸索專業定位和現場實務經驗，且進入學校與輔導

室合作屢傳角色和工作衝突之窘境。反觀世界各國已將諮商、臨床及學校

心理列為三種不同專業的應用心理學，其獨立的專業在國內因缺乏學校心

理學專業而被外界混為一談的現象，所遇到的問題顯然可預見。

目前，臺灣心理師的培育單位，多在培育臨床心理師及諮商心理師，

尚未有培育學校心理師的高等教育單位。現有心理師法（2020）乃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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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制訂，其偏醫療取向，忽略學校教育需求情有可原。現行諮商心理師及

臨床心理師任職於學校系統是否合適稱為學校心理師，或是如前文所述國

際所宣稱之學校心理學專業角色，仍有待商榷。前文顯示國內輔導工作已

出現國際之學校心理學之專業需求，但此角色之專業知能與培訓單位，

甚至未來的專業證照與任用，在國內文獻雖被提及（許育光、刑志彬，

2019），但卻未被教育部納入因應現有輔導困境之改革措施。借鏡美國、

澳洲及香港的經驗，學校心理師的專業培訓、認證和任用，國內未來可行

的方向可如以下：

（一）鼓勵高等教育機構設置學校心理師培訓課程

美國有 190所以上培育學校心理師的大學，其學位為碩士以上。澳洲

則有墨爾本大學、澳洲天主教大學、莫納許大學、昆士蘭科技大學等四所

設有碩士學位課程培育學校心理師。香港亦有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

香港理工大學培育學校心理師，其學位亦為碩士層級。而英國更在 2006

年時，規定所有的學校心理師的培育須為博士層級（Lam, 2014）。從各國

的培育可見學校心理學為一專業性的學門，學校心理師需具備碩士以上的

專業培訓。

在臺灣，現行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置的國內第一個「學校心理學

學分學程」，開放臺灣大學系統之碩博在學研究生申請。目的在培養具有

篩檢、衡鑑及諮詢介入能力，以服務具有學習適應問題或特殊需求學生的

學校心理專業人員。有關學校心理學學分學程資訊，請至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網頁查詢（https://www.epc.ntnu.edu.tw/School_

Psychology_Program）。此學程並非學位，為學位以外的外加學程，但因

國內未有認證，因此在課程與實習均未能如國外的要求。但此一學程已為

臺灣學校心理學之先驅，教育部應考慮上述學校輔導工作之發展困境，鼓

勵高等教育機構增設學校心理學專業培訓課程，供專任輔導教師進修以及

專業輔導人員加修碩士學位，取得學校心理的專業知能。

（二）設置學校心理師認證制度

學校心理師既為一專門且專業的職業，未來應考慮像臨床心理師或諮

商心理師等心理專業人員一樣有專業上的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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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由 NASP及 APA兩個組織認證學校心理師，修畢相關系所且完

成要求學分及實習的學生可以向這兩個機構申請成為學校心理師。澳洲

由澳洲醫療從業者註冊管理局（Australian Health Practitioner Regulation 

Agency）認證，香港則由香港心理師協會教育心理學部認證。香港尚未有

法律規範，僅由專業學會組織認可，在尚未修改心理師法之前，亦可借鏡

由專業學術組織認證學校心理學。

（三）修改現行任用法規

當學校心理師專門培訓課程以及專業證照建立之後，學生輔導法對

於專業輔導人員的任用即應將具備學校心理學專業認證的輔導教師或心理

師，與現有諮商及臨床心理師有所區分，更符合三級輔導之規劃。

捌、結論

臺灣學校心理服務的發展及演變因應時代變遷及實務的需求而生，經

歷漫長的過程，至今學校心理的服務架構已由立法確認。三級輔導的學校

心理服務模式雖考慮學校系統稍具預防的意味以及明確的角色分工，但仍

未符應國際在校園心理服務工作之趨勢與專業角色，以及工作理念，也忽

略國內在職輔導教師的呼籲，學校心理服務工作之效能也因而受到影響。

校園心理服務工作，人已聘了，但問題卻未如預期解決。期待介紹國外實

施已久的學校心理學之發展趨勢，以及各國運用學校心理學在學校教育之

角色與功能，提供國人在現有的人力規劃和架構上，重新思考現有校園內

學校心理服務工作之瓶頸與衝突。最後，提醒讀者，臺灣學校心理服務有

其本土發展的文化脈絡，能有現在的服務架構實屬不易，若完全移植國外

的學校心理制度恐窒礙難行，為降低文化移植問題，本文試圖從現有的學

校輔導人力及服務架構上提出協助解決問題的另一個思維方式，未來若有

機會改革，亦須以執行科學的方法，透過實證本位及資料驅動，更細緻的

思考文化移植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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